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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抑郁症是当今社会常见的心理健康疾病，不仅影响着众多患者及其家庭，也为社会带来了沉

重的疾病负担。公众污名作为阻碍抑郁症患者寻求专业帮助的重要原因，已经成为亟待解决

的问题。媒体作为传播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其报道内容以及方式在塑造公众对抑郁症的疾

病认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于媒体报道中的抑郁症责任归因框架对

公众污名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利用实验法探究了报道中的不同责任归因框架（个人责

任、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及生物责任）如何作用于抑郁症公众污名的三个核心维度：片面归

因认知、消极情绪反应与社交回避行为。研究发现，媒体报道中的不同责任归因框架对公众

的认知有影响，尤其是生物责任归因报道弱化了公众对抑郁症患者个体的指责。进一步分析

发现，个体对抑郁症的归因方式不仅会影响他们对患者的情绪反应，而且情绪反应会作为中

介因素进一步影响他们对患者的社交距离。本研究的发现强调了媒体对污名化疾病的责任归

因框架在塑造公众健康认知、促进社会支持与理解方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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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common mental health disorder in today's society, not only affecting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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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ers and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bringing a heavy burden of illness to society. Public stigma,

as an important reason preventing depressed patients from seeking professional help,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The media,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ommunicating health infor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depression as a disease in terms of its

content as well as the way it is reported. In this contex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attributional framing of responsibility for depression in media reports on public stigma.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utilized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xplore how different attributional

frames of responsibility (personal, familial, social, and biological) in reporting acted on three core

dimensions of public stigma of depression: one-sided attributional perceptions, negative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social distance. It was found that different attributional frames of responsibility in

media reports had an impact on public perceptions, and in particular, biological attribution reports

weakened public stigmatiza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depression. Further analyses found that the

way individuals attribute depression not only affects their emotional responses to patients, but also

that emotional responses act as mediators to further influence their social distance to patient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attributional framing of media responsibility

for stigmatized illnesses in shaping public health perceptions and promoting social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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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抑郁症是当今公共健康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患者约达

2.8亿 1，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使得全球新增了超过5000万的重性抑郁患者(COVID- Mental

Disorders Collaborators, 2021)。然而，与高发病率相比，在中低收入国家，超过 75%的人没

有接受任何治疗(Evans-Lacko et al., 2018)。这与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有关。有研究发现，93%

的精神疾病患者存在他人歧视感知，87%的精神疾病患者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遭受过他人一次

的疾病歧视(Farrelly et al., 2014)。公众污名，是造成病耻感的重要原因，即社会公众对抑郁

症群体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是造成患者有病耻感的重要原因（Link & Phelan，2001）。

媒体作为公共讨论场所，是普及抑郁症知识、呈现患者形象的重要阵地，影响着抑郁症污名

化程度。现有研究表明，当媒体呈现刻板印象以及将抑郁症归咎于个人原因时容易导致公众

污名（周玲，2020）。当前，在中国语境下对抑郁症报道展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媒体呈现出

的抑郁症患者刻板印象，且成果丰硕，然而，针对媒体责任归因框架使用的研究却较少。事

实上，不仅刻板印象会造成抑郁症公众污名，对抑郁症的归因偏见同样是引发人们歧视、远

离抑郁症患者的重要原因（Zhang, Yuan, et al.，2016）。因此，本文将聚焦于探讨抑郁症报

道所使用的责任归因框架对公众污名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

责任归因框架是媒体报道包括公共卫生等议题在内的社会议题时用的新闻框架，即在报

道中表现出个人或社会需要对问题承担原因责任和解决责任的倾向（Kim & Willis, 2007）。

责任归因框架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责任归因判断（Puhl, Ludicke and Heuer, 2013）。

在抑郁症的报道中，媒体通常采用“个人-社会”责任归因框架进行阐述，具体到抑郁症上，

现有研究认为媒体通常使用个人-社会责任归因框架。其中，个人责任归因主要将抑郁症的

成因归结为患者的性格缺陷、不当的生活方式，或是由基因、遗传等生物医学因素引起的；

相对的，社会责任归因则强调抑郁症患者是由于家庭、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导致抑郁（Zha

ng, Yan, Stewart & Porter，2016）。

在不同国家和媒体类型中，对抑郁症的责任归因报道呈现出差异性：例如，美国媒体报

道抑郁症时倾向将责任归咎给个人而非社会，然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增加了对社

会解决方案的报道（Zhang, Yan, Stewart & Porter，2016）。与之不同，中国的传统媒体报

道抑郁症患病责任时，对个人和社会的归因差距不大；但报道解决责任时，社会责任归因明



显多于个人（张援，逯义峰，2018）。

有的研究选择对责任归因进行更加细致的区分，即个人、家庭、环境、生物四类。其中，

生物归因将抑郁症描述为一种生理缺陷，属于外部归因，可控性低，因此可以减少个体对患

者的指责(Elliott et al.,2012）。按照这种分类方式，美国媒体对个人、家庭、生物原因报道

较少，而更多强调环境原因（Corrigan et al.，2005）；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党媒经

常采用个人层面的归因，而健康、学术专家和组织则更倾向于讨论抑郁症的生物学原因（P

an, Liu, & Kreps，2018)。

本文认为，由于遗传、基因等生物学因素不受人为控制，因此生物医学解释需要与个人

生活习惯等个体归因进行区分。同时，微观家庭环境与宏观社会环境亦存在差别。为更细致

地研究不同责任归因对抑郁症公众污名的影响，本研究将媒体抑郁症责任归因报道框架细化

为个人责任归因、家庭责任归因、社会责任归因、生物责任归因四类。

（二）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与公众污名

公众污名即社会群体对心理或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Corrigan et al.，

2005），一直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康复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主要障碍（Bernice et al.，2021）。

衡量公众污名的维度多样，包括认知层面的片面责任归因、负面情绪反应，以及社交回避行

为三个层次维度。这些维度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层层递进（Fox et al.，2018；C

orrigan, Markowitz, & Watson，2003）。

抑郁症报道的归因倾向对公众污名具有重要影响：将抑郁症界定为个人责任会导致个体

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周玲，2020）；相反，当媒体采用生物学解释来归因抑郁症时，个体

往往会对患者保持更积极的态度（Schnittker，2008；Zhang & Wen，2020）。同样，当媒

体报道呈现抑郁症的社会责任归因时，有助于引导公众从更宽泛的社会背景来理解抑郁症，

也会显著减少公众对抑郁症患者的污名化（Wang & Liu，2016；Wang & Liu，2015；Zh

ang & Wen，2020）。

但上述研究多单独讨论媒体报道对抑郁症公众污名的整体影响，而未揭示这种影响如何

在下述三个维度上发挥作用：

1. 归因认知

社会公众对抑郁症归因存在一定成见，通常更倾向于将抑郁症归咎于个人责任

（Corrigan et al.，2000）。然而，当媒体将抑郁症的成因指向社会环境因素或生物遗传因素



时，公众会减少对抑郁症患者的指责会相应减少（Wang & Liu，2015）。由此可见，媒体报

道将引起人们对抑郁症个人责任归因认知的变化。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会相应地引起公众对抑郁症归因认知的变化。

2. 情绪反应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是负面的，最常见的包括恐惧、愤怒与同情

（Fox et al.，2018）。个体对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反应与其责任归因有关：认为抑郁症不受个

人控制的个体倾向于对患者保持积极态度（Schnittker，2008），而认为抑郁症是由个人原

因导致的个体则对患者呈现鄙视态度（周玲，202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生物遗传

学因素属于非个人可控的因素，但也有研究发现，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将抑郁症归因于生

物遗传学因素，可能会增加他们对患者的感知危险性和责备心理（王东美，张安琦，贺卢缘，

许愿，2022）。

同样，媒体在报道抑郁症时，其采用的责任归因框架也会对公众的情绪产生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当媒体将抑郁症归因于社会、生物等不可控因素时，公众对抑郁症群体的怜悯感

会增加（Zhang &Wen，2020），而总结为个人可控的因素则会降低公众的同情感，而愤怒

感会得到强化（Corrigan, Markowitz & Watson，2003）。

由此本文将关注媒体抑郁症报道责任归因框架是否直接影响公众对抑郁症患者的情绪

反应，特别是其中的生物责任归因会导致公众对患者群体产生正向抑或负向的情绪。根据上

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个体对抑郁症的个人责任归因水平越高，对患者的恐惧、愤怒情绪越强，同

情情绪越弱。

假设 2b：个体对抑郁症的家庭责任归因水平越高，对患者的恐惧、愤怒情绪越弱，同

情情绪越强。

假设 2c：个体对抑郁症的社会责任归因水平越高，对患者的恐惧、愤怒情绪越弱，同

情情绪越强。

假设 2d：个体对抑郁症的生物责任归因水平越高，对患者的恐惧、愤怒情绪越强，同

情情绪越弱。

3. 社交行为

对于疾病的责任归因认知最终会影响公众对于患者群体的态度：认为抑郁症源于生物学



原因的个体倾向于与患者保持社交距离（Li & He，2021），而相信抑郁症是由社会心理因

素导致的个体则更愿意与抑郁症患者交往（王东美，张安琦，贺卢缘，许愿，2022）。相应

地，媒体呈现对抑郁症社会、生物责任归因的叙事会增强公众对抑郁症患者的支持态度，拉

近他们与患者的社交距离（Zhang & Wen，2021）。因此，本文提出下述假设：

假设 3a：个体的抑郁症个人责任归因认知水平越高，越回避与患者交往。

假设 3b：个体的抑郁症家庭责任归因认知水平越高，越回避与患者交往。

假设 3c：个体的抑郁症社会责任归因认知水平越高，越愿意与患者交往。

假设 3d：个体的抑郁症生物责任归因认知水平越高，越回避与患者交往。

情绪反应也与个体与抑郁症患者的社交行为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中介影响归因认知与

社交行为的关系，恐惧和愤怒情绪越强，个体越会与患者保持社交距离，而同情情绪越强，

个体越愿意与患者交往（Corrigan,Markowitz&Watson，2003）。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

设：

假设 4：情绪反应在归因认知对歧视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通过上述假设，本文试图揭示媒体的责任归因报道对于公众污名的完整影响链条。如图

1所示：

图 1： 媒体抑郁症报道责任归因框架对抑郁症公众污名的作用机制图

三、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随机实验法进行，共分为 4个实验组，包括个人、家庭、社会、生物责任归因

组，与 1个对照组。



（一）被试选取

考虑到样本抽取的便利性与实验要求，本研究选择在校大学生为实验对象。通过问卷平

台随机招募与滚雪球抽样进行线上实验，共有 300名符合条件的被试完成了实验。被试被随

机分配到 4个实验组与 1个对照组，每个组别各 60人。

（二）刺激材料

实验刺激材料以《人民日报》《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对抑郁症的责任归因

报道为参考制作而成。每种责任归因框架分别对应 3则材料。其中，个人责任归因材料强调

性格要强、过于追求完美与抑郁的关联，家庭责任归因材料突出家庭关系是抑郁症的主要诱

因，社会环境责任归因材料包括讨论现代绩效社会等因素导致抑郁症频发，而生物/遗传责

任归因材料则强调疾病的家族遗传性。不归因材料则主要描述抑郁症的症状，不涉及责任归

因的讨论。

（三）测量工具

1. 归因量表

综合 Schnittker（2008）以及 Li 和 He（2021）开发的量表，本文将归因问卷设定为 8

个条目，4个维度（Cronbach's α=0.795），包括“抑郁症是由性格原因引起的”“如果一

个人保持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得上抑郁症”“抑郁症与家庭环境有关”“如果一个

人得到了充分的社会支持，就不可能得上抑郁症”“抑郁症可以遗传”等问题。问卷采用李

克特五点评分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2. 情绪反应量表

问卷源自 Corrigan 等人开发的归因问卷 27（the Attribution Questionnaire- 27，AQ- 27），

采用 7点李克特量表（1=完全认同，7=完全不认同），恐惧情绪的测量包括为“我会对抑

郁症患者感到恐惧”“我会对抑郁症患者感到害怕”“我会对抑郁症患者感到不安全”

（Cronbach's α=0.869）；愤怒情绪的测项为“我会想嘲弄抑郁症患者”“我会对抑郁症患

者感到恼火”“我会对抑郁症患者感到愤怒” （Cronbach's α=0.833）；同情情绪为“我

会同情抑郁症患者”“我会想要帮助抑郁症患者”“我会觉得抑郁症患者很可怜”（Cronbach's



α=0.748）。

3. 社会距离量表

社会距离量表是鲍格达斯在 1933年开发的（Bogardus，1933），后经 Link等人修订并

应用于精神疾病领域（Link et al.，1999）。本文采用经过验证的中文版（何浩宇，王莹莹，

马月娇等，2020），采用 4点计分法，数值越高表示被试对抑郁症群体的社交距离越大。条

目分别是“我愿意和抑郁症患者做邻居”“我愿意和抑郁症患者进行社交活动”“我愿意和

抑郁症患者交朋友”“我愿意和抑郁症患者一起密切合作做同一工作”“我允许抑郁症患者

与自家人结婚” （Cronbach's α=0.859）。

（四）实验步骤

本研究是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自变量为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类型，因变量是

抑郁症公众污名的三个维度（归因认知、情绪反应与歧视行为）。被试首先填写归因问卷（前

测），随后被随机分至 4个实验组与 1个对照组，阅读刺激材料后再次填写归因问卷，并回

答情绪反应问卷和社会距离问卷。

四、数据分析

（一）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对归因认知的影响

通过单因素方差检验发现（表 1），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引起公众对抑郁症

归因认知的变化，假设 1得到验证。具体而言，媒体报道框架显著影响了个体的抑郁症个人

责任归因认知（F（4,295）=2.691，p=0.031），而未明显引起其他归因认知的变化。通过事

后多重比较得出，阅读生物责任归因报道与阅读个人责任归因报道（p=0.01）、不归因报道

（p=0.038）的被试对抑郁症个人责任归因认知差异显著，阅读生物归因材料的被试对抑郁

症个人责任归因认知减弱。由此可以看出，将抑郁症界定为生物责任有效减轻了公众对抑郁

症患者的指责，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

表 1：单因素 ANOVA 检验

个人认知变化 个人报道 家庭报道 社会报道 生物报道 控制组

平均值 0.15 -0.006 0.033 -0.183 0.033

均差 0.621 0.537 0.571 0.571 0.544

N 60 60 60 60 60



（二）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对情绪反应的影响

个体对抑郁症的归因认知与情绪反应显著相关，包括恐惧（F=24.635，P＜0.001）、愤

怒（F=26.676，P＜0.001）、同情（F=34.888，P＜0.001）。如表 2所示，在恐惧情绪方面，

家庭归因（标准化β=-0.318，p＜0.001）、生物归因（标准化β=-0.172，p=0.005）显著增

加了个体对抑郁症患者的恐惧，这说明，越认同抑郁症是由家庭或生物原因导致的个体，越

容易对患者产生恐惧情绪。

表 2：归因认知与情绪反应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整体拟合

Beta t P R² 调整后 R² F

恐惧情绪

个人归因 -0.072 -0.944 0.346

0.25 0.24
F=24.635

P＜0.001

家庭归因 -0.318 -5.846 0.000

社会归因 -0.124 -1.857 0.064

生物归因 -0.172 -2.818 0.005

愤怒情绪

个人归因 -0.144 -1.915 0.056

0.266 0.256
F=26.676

P＜0.001

家庭归因 -0.409 -7.611 0.000

社会归因 0.011 0.161 0.872

生物归因 -0.094 -1.553 0.122

同情情绪

个人归因 0.164 2.27 0.024

0.321 0.312
F=34.888

P＜0.001

家庭归因 0.36 6.97 0.000

社会归因 0.161 2.532 0.012

生物归因 0.065 1.12 0.264

在愤怒情绪方面，个人归因（标准化β=-0.144，p=0.056）、家庭归因（标准化β=-0.409，

P＜0.001）显著提升了个体对抑郁症患者的愤怒情绪，个人责任归因或家庭责任归因认知水

平越高的个体越对抑郁症患者感到愤怒。

在同情情绪方面，个人归因（标准化β=0.164，p=0.24）、家庭归因（标准化β=0.36，

P＜0.001）、社会归因（标准化β=0.161，p=0.012）都反向预测个体对抑郁症患者的同情程

度，越坚持上述三种归因倾向的个体越不同情患者。由此，假设 2a、2d被部分证实，假设

2b、2d被部分拒绝。



（三）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对歧视行为的影响

如表 3所示，归因认知与歧视行为显著相关（F=51.328，P＜0.001），无论持何种抑郁

症责任归因认知，水平越高，越不愿意与抑郁症患者进行社会交往，假设 3a、3b、3d被证

实，假设 3c 被拒绝。情绪反应显著预测歧视行为（F=69.359，P＜0.001）。具体而言，恐

惧情绪（标准化β=-0.447，P＜0.001）强化个体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行为；同情情绪反之（标

准化β=0.287，P＜0.001）。这说明对抑郁症患者感到恐惧的人，也倾向于远离他们；而越

对抑郁症患者感到同情的个体，也更加倾向于亲近他们。

表 3：归因认知、情绪反应与歧视行为相关性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整体拟合

Beta t P R² 调整后 R² F

歧视行为

个人归因 0.226 3.367 0.001

0.41 0.402
F=51.328

P＜0.001

家庭归因 0.192 3.99 0.000

社会归因 0.151 2.779 0.006

生物归因 0.276 4.654 0.000

恐惧情绪 -0.447 -7.245 0.000

0.413 0.407
F=69.359

P＜0.001
愤怒情绪 0.012 0.174 0.862

同情情绪 0.287 4.623 0.000

逐步回归分析发现，情绪反应是归因认知影响歧视行为的中介因素（表 4），假设 4被

证实。

表 4：情绪反应的中介效应

检验结论 总效应 中介效应
直接效

应

效应占

比

值 置信区间

社会归因=>同情

情绪=>社交距离
部分中介作用 0.175 0.012 0-0.037 0.137 6.86%

家庭归因=>恐惧

情绪=>社交距离
完全中介 1.136 0.075 0.043 - 0.118 0.019 6.60%

生物归因=>恐惧 完全中介 0.086 0.033 0.01 - 0.063 0.046 38.37%



情绪=>社交距离

五、讨论

通过将公众污名划分为归因认知、情绪反应、社交行为三个维度，本研究在逐一判断媒

体报道框架是否直接引发某一维度产生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三个维度间的递进关系，

探索媒体抑郁症报道的责任归因框架影响抑郁症公众污名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媒体

在报道抑郁症问题时所使用的归因框架不同，会导致公众对抑郁症的归因认知产生差异，归

因认知进一步影响情绪反应和社交行为。此外，情绪反应也对社交行为发生作用，部分情绪

在归因认知对社交行为的影响链条中承担中介角色。

与先前研究结论相同，人们的归因认知影响其对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态度，个体越坚持家

庭、基因责任归因，越容易对抑郁症患者产生恐惧情绪；越认为抑郁症是由个人原因导致的，

对患者的愤怒感就越强，同情感越弱。进一步来说，情绪反应影响个体与抑郁症患者的社交

行为，越对患者感到恐惧，就越不愿意与他们交往，而越同情患者，就越亲近他们。情绪反

应还是归因认知影响社交行为的中介因素：秉持个人、家庭、社会责任归因的个体容易对抑

郁症不同情，这导致了他们与抑郁症患者保持社会距离的意愿；秉持家庭、生物责任归因的

个体容易对抑郁症患者产生恐惧情绪，致使他们更想远离抑郁症患者。然而，本研究同样发

现了些新现象。

（一）个人责任归因认知变化的内在逻辑与反应链条

本研究发现，媒体有关抑郁症的报道影响社会公众对抑郁症个人责任归因的看法。个人

责任归因报道使得公众将抑郁症归咎于患者自身，认为抑郁症是由患者的性格、经历、生活

方式等个人因素引起的，且个体的个人责任归因认知水平越高，对抑郁症患者的愤怒情绪越

强，污名化越严重。进一步比较得出，相比于阅读个人责任归因报道，阅读生物责任归因报

道显著降低了对抑郁症个人责任归因。

然而，尽管生物责任归因来减轻了公众对抑郁症患者的指责，但并无助益于改善抑郁症

患者的真实处境：研究结果显示，越相信抑郁症由生理因素导致的个体，就越恐惧抑郁症患

者，对他们的同情程度也越低。一直以来，强调精神疾病的生物和医学背景被视为需要对公

众科普的信息和反污名化的手段(Corrigan, 2000)，比如，美国精神疾病联盟（NAMI）就曾

经通过强调精神疾病生理基础的演讲来抗击精神疾病的污名化(Schmetzer & Lafuze, 2008)。

与之对应的是，2012年的一项元分析表明，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生物学依据的理解也在提升，



也更加支持对抑郁症的药物治疗 (Schomerus et al., 2012)。然而，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发现，

精神疾病的生物归因在降低患者污名方面更类似“双刃剑”（Mixed-Blessings Model）：一

方面，生物责任归因方式强调基因、遗传等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往往不受患者个人的控制，

从而弱化了对抑郁症患者的指责；但另一方面，这种对生理因素的强调也可能会激发个体的

本质主义思维，即更倾向于将个体的情况归结于不可改变的而又决定性的因素（如性别、种

族等）。在精神疾病的语境下，这种本质主义思维会导致个体感受到患者的危险与不可预测

性，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从而更渴望保持与抑郁症患者的社交距离（M. C.

Angermeyer et al.，2015），这与本研究的发现以及此前的研究结论（王东美，张安琦，贺

卢缘，许愿，2022）一致。另外，这种思维方式也会造成个体对于康复可能性的悲观预测

(Haslam & Kvaale, 2015)。

因此，如何在强调心理疾病的生物因素、从而降低对患者个人指责的基础上，尽可能地

避免个体用本质主义的方式理解心理疾病，还需要未来的研究进行更多层面的分析。

（二）家庭责任归因认知引发的异常情绪

以往研究通常将家庭责任归因划分进与个人归因相对的外部或社会归因框架中，认为其

就可以减弱抑郁症污名化，本文则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个体越认可家庭归因，越容易对抑郁

症患者产生恐惧情绪，也越不同情患者，并最终致使他们更想远离这一群体。

“每个生病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不健康的家庭关系不仅是致郁的因素之

一，也可能会让抑郁症患者对自我、他人和环境都产生不良的认知和体验，进而反映在与同

伴的交往中，进一步阻碍抑郁症患者与外界交流。站在非患者的角度来说，与此类人群交往

可能会产生压力、被动接受消极情绪等（梁嫱，2023）。因此，认为抑郁症是由家庭原因导

致的个体对抑郁症患者的恐惧感上升，而同情感下降，选择“敬而远之”，减少与患者的相

处，保持一定社会距离。

然而，同辈关系、师生关系等作为个体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原本应该成为个体面临

消极的家庭关系时获得陪伴和支持的重要来源。如果对心理疾病的家庭归因伴随着进一步的

公众污名，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些处于脆弱状态的个体面临更加边缘化的处境。特别是随着近

些年对于原生家庭的讨论增加，公众对于家庭在个体心理发展上的作用的认识也逐步提高，

对于家庭归因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更加需要关注。

六、贡献与局限

先前研究关于媒体抑郁症报道责任归因框架的研究多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媒体的抑郁



症责任归因倾向以及可能给抑郁症患者造成的污名。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

媒体报道对抑郁症的污名化现象，并揭示媒体报道使用不同的抑郁症责任归因框架是如何具

体影响公众污名的，还对公众污名三个维度间的互动关系做出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

现有研究的空白。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局限性：随着关于抑郁症的公共讨论增多，公众对抑郁症的理解和认

识正变得全面、具体，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个体的抑郁责任归因认知，因此操纵实验的效果是

有限的。另外，由于实验在线上展开，很难评估被试对刺激材料的投入程度，这可能会引起

一些实验误差。



注释[Note]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Depressive disorder (depression). Retreved 2024-8-30 from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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